
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创新吗？

一、引 言

自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持续三十多年的强势

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 到 2011年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速高达

9.98%，总 GDP排名由 1978年的第 10位跃居至 2010年的第 2位，占世界经济的

比重由 1980年的 1.9%上升至 2010年的 9.4%。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人民生活

水平也日益提高，已经由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然而许多学者也意识到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存在自身的问题，因而是不可持

续的。尤其是，被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视为增长源泉的技术进步，在中国三十多年

的发展中所做的贡献还远远偏低。陈彦斌、 姚一旻（2009）从经济增长模式角

度比较了中国和八国集团（G8）中的部分大国，发现中国的资本贡献率过高，而

衡量创新和技术的重要指标 TFP的贡献率过低。1978-2007年间，TFP对中国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1.2%。而作为发达国家的美、法、德等国家 TFP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在超过 60%的年份都大于 30%，在超过 29%的年份内贡献率都大于 50%。

中国的出口增长一直依靠利用进口元器件、设备和技术进行加工的低附加值、低

劳动成本的制造业。 

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且正在谋求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试图减少对技

术含量低、耗费资源大的制造业的依赖，加大对科学、技术以及创新的投入来拓

展中国的相对优势，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科学技术创新

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正因为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是如此之重

要，党的十八大强调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

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国务院 2006 年 2 月 9日发布《国家中长期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目标就是要将中国建设成创新型

国家。 

然而，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的整体人口结构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倒

金字塔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13.26％，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总人口的 8.87％，这充分表明我国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因

此，一个自然而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会不会影响我国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这一目标的实现？ 

学术界对于人口老龄化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两种看法。悲观主义者

认为由于精力、认知能力的下降，以及知识结构的陈旧，再加上创新激励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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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往往缺乏创新力。因此老年劳动力比例的增加，会成为科技创新的一大阻

碍。要保持高的创新力，就必须有足够多的有着前沿专业知识的年轻劳动力。老

龄化不仅会严重阻碍中国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一目标，而且会通过创新大

大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长。乐观主义者则认为老龄化对创新的负面影响可能没有想

象中的那么大。一方面，老员工可以将自己的丰富经验传授和分享给年轻员工，

从而促进年轻员工的创新力。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会给年轻人留出更多的人力

资本投资的机会，从而刺激年轻人的创新，缓解老年人创新不足带来的负效用

（Fougère, M. and M., Mérette）。 

   本报告将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和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二节将从微观和宏观

两个层面上回顾已有的实证证据，总结证据中人口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第三节

着重讨论注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机制，从认知能力、人力资本和创新激励三个方

面来阐述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渠道。第四节结合中国人口老龄化状况，针对中国

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二、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对创新影响的证据与启示 

本节主要总结已有文献中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创新影响的实证证据。研究基本

上都使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德国——的数据进行研究。实证证据来源于

两个层面。微观层面的证据主要考察创新者个人年龄和专利之间的关系。2.1 节

中详细讨论微观层面的证据。宏观层面的证据主要考察劳动力年龄结构对企业、

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全要素生产力（TFP）的影响。2.2 节着重讨论宏观层面的证

据。 2.3 节针对发达国家实证经验的发现提出了老龄化对中国创新的启示。 

2.1 创新者年龄和专利之间的关系 

本小节总结创新的一个主要指标——专利的数量与质量——和发明者年龄

之间的关系。文献主要有两大发现。第一，年龄—发明曲线是一个倒 U型曲线。

许多重大发明都集中在 30-50 岁之间。第二，知识密集型的行业内的创新和伟大

的创新，更多的是由年轻人来完成的。而在经验依赖型的领域，创新高峰比较晚，

并且在职业生涯的晚期也会比较稳定。 

2.1.1 倒 U 型的年龄——发明曲线。 

发明者年龄和专利数量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明者年龄和专利数量之间关系

的代表性研究是 Jones （2005b）。该文章收集了美国 1975-1995 年间包括每个

专利申请者年龄等的相关专利数据。其对年龄和专利数目相关关系的研究表明，

发明者的年龄中位数在 1975-1995 年间都非常稳定的保持在 48 岁。 



 

 

图 2-1-1 美国 1995 年专利持有者的年龄分布和美国整个劳动力的年龄分布 （来源：Jones 

2005） 

从图 2-1-1 可知：年龄——发明曲线呈现出明显的倒 U型特征，发明的高峰

期在 30-50 岁之间。Henseke and Tivig（2008）基于德国相关数据的研究结果

也证实了同样的倒 U 型曲线的结论。他们发现发明者的平均年龄是 45.9 岁，中

位数年龄是44岁。其所用数据来自2003年对410位德国发明家进行的逐个调研。

Giuri et al.（2007，p. 1111）以及 Mariani and Romanelli（2007，p.1132）

使用一个名为 PatVal 的调查数据的研究也支持倒 U型的结论。PatVal 数据库不

仅包含每一个专利申请者从 1988 年-1998 年间的所有专利申请情况，还包含了

专利申请者的年龄等等个人基本情况信息，因而能够精确地刻画个体创新能力如

何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 

发明者年龄和专利质量之间的关系。Hoisl （2007a）利用 PatVal 数据库中

3，000 个德国发明者在欧洲专利局申请的 35，210 个专利的数据重点研究了发

明者年龄与发明质量之间的关系。文章假设高质量的发明更可能能给将来的发明

提供基础，且专利质量用一段时间内（比如专利公布的五年内）被引用的次数来

度量。研究表明，专利质量遵循著名的倒 U 型规律。专利质量在 50 岁之前是增

加的，超过 50 岁后缓慢的下降。 

2.1.2 年龄——发明曲线的行业特征 

文献的另一重大发现是年龄——发明曲线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知识密集型

的行业内的创新和伟大的创新，更多的是由年轻人来完成的。而在经验依赖型的



 

领域，创新的高峰期来的更晚，并且在职业生涯的晚期也会比较稳定。比如，

Henseke and Tivig（2008）基于德国相关数据的研究结果发现，在知识密集型

行业中，比如信息、光学和生物行业，年龄-发明曲线严重向左倾斜，其中大多

数发明都是 50 岁前完成，而最好的绩效出现在 35-40 岁之间。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在经验密集型行业中，比如农业和冶金，高峰出现在 40 岁晚期，而在 60

岁左右还出现一个小高峰。而 Giuri et al.（2007，p. 1111）以及 Mariani and 

Romanelli（2007，p.1132）利用 PatVal 的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也支持类似的结

论。 

2.2 年龄结构对 TFP 的影响 

上节详述了个人年龄对创新的影响情况，而公司或者国家层面的研究并不把

创新归于某个工人，而是归于一组具有一定年龄结构的工人。这使得我们能够识

别个人在专利数目等等这些直接贡献之外的间接贡献。一个年老员工可能通过和

年轻员工分享经验使得年轻员工更能够创造新产品(see e.g. Hetze and Kuhn 

2007; Kuhn and Hetze 2007)。同样，年轻员工通过与年老员工分享新思想和新

知识也可能会促使年老员工把他们的经验转化为可专利化和可市场化的产品。这

样，年老人和年轻人的技能共同转化为创新。这些间接的效果是我们在研究个人

层面数据时没法兼顾的。下面将从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企业、区域和国家层面生产

力影响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总结。 

2.2.1 劳动力年龄结构和企业生产力 

企业是生产力推动力的微观个体，且提升生产力的投资决策均是企业层面决

策。因此有大量的文献从企业生产力层面来研究其与员工年龄结构之间的关系

（Skirbekk 2004; Schneider 2006)。和上一节类似，这类文献的两个主要发现

也是年龄对生产力的效用遵循典型的倒 U 型关系以及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此

外，该类文献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年龄对不同性质的创新具有显著不同的影响：

有年轻雇员的企业更能产生根本性创新，渐进性创新则不太依赖于员工的年龄结

构。 

劳动力年龄结构和企业生产力的倒 U 型关系 

对劳动力年龄结构和企业生产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分为两类。 第一类研究着

重刻画企业的生产函数，认为企业的产出是企业的资本和物质投入，以及各种不

同类型的劳动力投入的函数。多数研究得出年龄对生产力的效应是典型的倒 U

型关系，工人在三十或四十多岁时对公司的生产力贡献最大。和青壮年工人相比，

老年工人对公司生产力的贡献相对较小（Skirbekk 2004; Schneider 2006）。

第二类研究刻画企业的全要素生产力和企业员工年龄结构的关系。Ilmakunnas 

et al. (2004, p. 262) 对芬兰的公司研究表明生产力先上升，到 40 岁左右达



 

到最大值，然后缓慢下降。同样的研究结果也见于 Malmberg et al. (2008)和 

Daveri and Maliranta(2007)等。 

劳动力年龄结构对企业生产力影响的行业特性 

有大量的证据显示高科技企业——也就是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企业——

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的年龄结构高度相关，而其他传统类型的企业的生产力则和劳

动力的年龄结构无关。Daveri and Maliranta (2007)从员工工龄的角度出发，

得出以下结论：在芬兰的高科技行业（比如电子行业）中，生产力先是随着工人

进入此行业时间的增加而增长；当工人进入此行业的时间超过一定年限后，生产

力开始下降。相比之下，在传统的行业，比如林业和机器制造业，并没有发现生

产力在工人的工龄超过一定时间后下降的趋势。Ilmakunnas and Maliranta 

(2007)的研究发现，在信息和通讯技术行业（ICT 行业），解雇 49 岁以上的年老

工人会提高生产力，而解雇青壮年劳动力则会降低生产力。并且，这一效应在

ICT 行业尤其突出，是其他传统行业的两倍。 

劳动力年龄结构对不同性质的创新的影响 

企业的创新一般来说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性创新，比如推出全新产品或者

进行全新的市场创新；另一类是渐进性创新，即对已有的产品进行改善。

Schneider (2008)利用 2004 年德国 1,000 家企业的数据对雇员平均年龄的增加

与企业推出新产品的概率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根本性创新发生的概率在

员工平均年龄为 40 岁时达到最大，而后会逐渐降低。而渐进性创新发生的概率

则在 30 岁到 50 岁之间保持为一个常数。这表明，有年轻雇员的企业更能产生根

本性创新，，而渐进性创新则不太依赖于员工的年龄结构。 

2.2.3 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国家及区域的技术进步 

以上企业层面的研究将焦点放在年龄结构和企业生产力上。 从国家层面研

究劳动力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典文章是 Feyrer(2008)。文章对 87 个国

家 1960 -1990 年大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劳动力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全要素生产

率有很强且显著的相关性。40-49 岁的员工对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最大，而其他

年龄段的人口对 TFP 的贡献则相对较小或者几乎没有。如果现在 30-39 岁的人口

比 40-49 岁的人口多 5%，那么十年以后，40-49 的人口比例就会增加 5%，而这

会导致平均每个工人的人均年产出增加 16%。，Werding（2008）对 OECD 国家经

济和人口数据的分析再次证明了各年龄段劳动力与其对全要素生产力贡献之间

存在倒 U 形结构，且 40～49 岁年龄段劳动力对全要素生产力贡献最大（见图

2-2-3）。 



 

 

图 2-2-3 

Prskawetz et al. (2007) 和 Fent et al. (2008) 研究了欧盟 25 个国家

在 1995 年到 2005 年对新技术的采用。在这段时间内，欧盟的很多技术进步来源

于美国的技术转移，因此对新技术的采用很大部分解释了技术的总进步。结果表

明，15-29 岁的人口越多，就越容易采用前沿技术，而那些壮年和老年人口比例

更大的国家采用前沿技术的比例则更低。 

另一类文献则认为创新型企业的出现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Bönte 等

(2007)对德国各个地区的数据的研究发现，知识密集型（高科技）的新企业的创

立和地区的年龄结构高度相关。而其他类型的企业的创立则和地区的年龄结构无

关。特别的，他们发现，20 岁左右的人口比例越大，40 到 50 岁的人口比例越大，

区域的创新就越大。这里创新用新成立的高科技企业的数目来表示。总结起来，

从加总的层面来研究年龄结构和创新的影响使得研究能够包含个人对创新做出

的更多的间接的贡献，包括知识传递和知识、经验的溢出效应。加总层面的主要

发现： 

第一， 年龄结构和创新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创新可以企业的生产力、对

新技术的采用、公司创新的概率，创新型企业的创立或者国家的 TFP

等来衡量。这个结论在公司、国家和区域层面都有证据支持。 

第二， 高科技企业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的年龄结构高度相关，而其他类型企

业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基本无关。 

第三， 根本性的创新更多的是年轻人完成的，而渐进性创新则和年龄结构

基本无关。 

2.3 对中国的启示 

从实证经验的主要发现来看，虽然人口老龄化对创新有显著的影响，但影响

只是针对高技术行业内的创新以及根本性的创新而言的。而对非高技术行业内的

创新以及那些非根本性的创新，人口老龄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鉴于中国现阶段

还处于向创新型社会转变的过度时期，多数创新还是低质量的创新，非高技术行

业所占比重仍然还很大，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现阶段总体创新的影响应该不会有发

达国家那么大。但是随着中国向创新型社会的转变，老龄化对中国创新的影响可

能会慢慢显著起来。 



 

三、人口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机制 

第二节总结了人口老龄化对创新影响的实证证据。而这一节，我们着重探讨

人口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机制。通过现存的文献分析，我们梳理了三个基本假说

以及相关证据，来试图阐明：老龄化确实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机制影响个人的创新，

一是老年人认识能力的下降，二是老年人人力资本的下降，三是老年人创新激励

的缺乏。 

3.1 认知能力的视角 

认知能力是指人脑加工、储存和提取信息的能力，即人们对事物的构成、性

能与他物的关系、发展的动力、发展方向以及基本规律的把握能力。它是人们成

功的完成活动最重要的心理条件。知觉、记忆、注意、思维和想象的能力都被认

为是认知能力（Ilmakunnas et al., 2004）。  

老龄衰竭理论(deficit theory of aging)认为人们的体能和认知能力都会随

年龄的增加而衰（详见 Sturman, 2001 的综述），Verhaegen and Salthouse (1997) 

的研究表明人们的推理能力，记忆能力以及计算速度等都会在 50 岁后显著降低。

Kanfer and Ackerman (2004) 的 研 究 则 表 明 人 们 的 可 变 智 力 （ fluid 

intelligence）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可变智力衡量的是人类发现复杂关系

的能力,也即人获得新概念和在新的环境中显示一般“聪明”与适应性的能力。

因此，可变智力的下降影会响到知识的重组从而负面地影响新思想的形成。 

年老员工不断降低的认知能力导致他们的创新能力更低，除非他们长期的从

业经验和高水平工作知识能抵消其心智能力下降而产生的负效应。然而不幸的

是，工作经验在最初几年能提升生产力，但是当达到一定时间后，经验就再也不

能产生效益了(Ilmakunnas 等 2004)。 

3.2 人力资本的视角 

人力资本的概念最早由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 Schultz 明确提出，指

由投资形成的个体拥有的知识、技能和能力。Becker 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对

人力资本的研究从微观经济学扩大到人的行为的广泛范畴的研究。他指出：教育

和经验是人力资本概念的关键特征，教育增加个体的信息、知识、技能的存量；

经验包括工作经验，也包括在职的实践性学习及培训等非正式教育。拥有更多或

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会获得更多想要的收益。 

人力资本与创新密切相关。技术发明需要创新者的人力资本存量必须与技术

前沿保持的足够紧密。创新者的人力资本存量离技术前沿越远，则其有新创新、

新发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小（Evenson and Kislev， 1976; Kortum， 1997）。Nelson

和 Phelps（1966）认为一个国家引进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来自国内的人力资本



 

存量；人力资本越高，技术进步进程越明显。当今技术进步异常迅速，这使得技

术前沿不停向外移。因此，如果个人的人力资本保持不变，其创新的可能性也就

越小。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高等教育；很显然，个人因高等教育积累起来的人力

资本很快会远离技术前沿，因而在创新上能够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小。为此，个

人必须不停地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以紧跟技术前沿。 

那么，人力资本积累和年龄的关系如何呢？就个体而言，人力资本存量表现

出一定的变化规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力资本存量由少到多，逐步增加，到某

一年龄达到顶峰，然后再逐渐下降，最后耗竭殆尽。不同个体的人力资本存量都

体现出这一变化规律， 所不同的只是因自身素质以及环境不同，个体人力资本

存量达到顶峰的值以及达到顶峰的年龄会有所不同。向志强(2003)将人力资本存

量随年龄变化的规律称为人力资本存量的生命周期。 

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化规律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一方面，老年人在人力资本

积累中比年轻人更有劣势。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接受

正规教育获得基础知识以及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形成其它类型人力资本奠定基

础；然后，通过“ 干中学” 以及在职培训等途径获取直接用于生产产品与服务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对于公司提供的正式训练，老年人有两类劣势。首先，有研

究发现学习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Verhaegen and Salthouse， 1997）；

因此，相对于年轻人而言，相同程度的正式训练给老年人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会

更少。其次，老年人相对于年轻人而言会更少有动机去积累人力资本；这是因为

学习是一种有成本的投资，而老年人受益的时间相对于年轻人而言会更短，因此

他们的学习动机更弱。对于无成本的干中学而言，撇开学习能力不说，老年人通

常不会被安排在紧随技术前沿的职位，而是被安排在那些不需要采用前沿技术的

岗位（Friedberg，2001.）因此，不管是通过正式的训练，还是非正式的干中学，

老年人积累人力资本的速度都应该比年轻人要慢。 

而另一方面，老年人人力资本流失的速度更快。第一，人的体力和精力受到

生命周期的作用，随着年龄增长，学习新知识、 新技能或从事繁复工作的能力

逐渐下降；第二，科学技术创新将逐步淘汰原来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知识前沿

的不断外扩使得老年人原来积累起来的知识越来越过时。  

然而，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老龄化并不一定成为生产力增长率的拖延因素。

首先，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创新变得更加困难，教育正逐渐变成创新的有利条

件。Martin（2008）研究发现教育成就（educational attainments）的世代效

应(cohort effects)对 TFP 水平及其 TFP 增长率来说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

接受充足教育的人群其认知能力（对创新活动非常重要）的顶峰出现在他们事业

生命中的较后期，而顶峰之后相对于没受教育的人群其认知能力较为稳定；最后，



 

年老员工基于经验和知识积累而具有比年轻员工所不具备的优势。由此，假若年

老受教育员工仍作为劳动力，老龄化就并不会滞后经济的发展。此外，一个年老

受过教育的劳动人口可能通过推进组织发展以对生产力增长率有不成比例的贡

献程度。经验和知识丰富的员工可以对如何改善体系内部冲突以及部门间关系提

供指导并提高生产力增长率，以抵消在其他方面减少的生产力(Salthouse and 

Maurer, 1996)。 

3.3 激励的视角 

创新不仅取决于创新者的能力，而且取决于创新者的激励。有理由相信年轻

人更有创新的激励。经济学中著名的职业生涯考虑(career concern)理论为此提

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撑。年轻人在职业生涯的初期会非常有动机努力把业绩做好。

这是因为，如果他们在初期的业绩很好，他们就向市场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他们

是能力很高的人。这样，很快他们就可以在市场上找到高工资的工作，或者原来

的公司为了留住他们会给他们匹配一个高工资。在余下的很长的一段职业生涯里

面，他们都会因为初期的努力而获利。而老龄人则会有更少的职业生涯关注，因

此会缺乏动机干活。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在之前的职业生涯的业绩表现已经

给市场发出足够准确的信息来表明他们是不是高能力的；另一方面，他们的职业

生涯也很快就结束了，因此他们只能在余下的很短的职业生涯里面获利(详见

Gibbons and Murphy, 1992)。 

四、中国的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 

本节着重探讨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本节采用专利数量作为创

新的一个度量，实证分析老龄化是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创新。根据

Hu and Mathews（2008）的文章，影响创新的其他重要因素还有研发投入，人力

资本和人均 GDP。因此，我们还将分别考察这些因素对中国创新的影响。在进入

回归分析之前，我们先总结一下中国的创新现状。 

4.1 研发投入的现状 

我们从中国的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占总人口的比重以

及研发支出中用于研究的比重三个方面考察中国的研发投入的现状。 

中国的研发强度  

研发强度定义为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例。中国的研发强度在快速增长，而发

达国家的研发强度则比较平稳地维持在 2.2%左右。中国的研发强度到 2009 年已

经达到 1.7%，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稍高于亚洲的平均水平，远高于发展中

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正在逼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相对于目前人们的生活水平中，中国的研发强度是比较高的。在金砖五国中，



 

中国的研发强度是最高的，而且增速也是最快的。其他四个国家中，巴西的研发

强度比较平稳的维持在 1.1%左右，俄罗斯的研发强度维持在 1.25%左右，印度的

研发强度维持在 0.75%左右，而南非的则维持在 0.9%左右。只有中国从 2002 年

的 1.07%快速增长到 2009 年的 1.70%。 

中国科技人力资源 

    为提升科技水平，中国在调动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增强劳动力的创造性方面

付诸了巨大而有成效的努力。中国每百万人中拥有的研究人员总数，虽然还远远

低于美国和欧盟，但是在快速增长，增长的速度远超美国、欧盟和日本（见图

4-1-1）。 

 
图 4-1-1. 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及研究人员储备情况。数据来源：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及教育统

计；OECD 

研究支出的比例 

在研发支出中，研究所占比例过少，研究主要集中在实验开发，超过 70%。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仅占研发总支出的 25%，其中基础研究更是只有可怜的

6%的水平。 



 

4.2 研发成果的现状 

我国已实现了连年增长的科研投入，这说明部分度量了我国用于创新的资源

正在连续增长。本小节考察研究成果之一，也就是专利的现状。 

首先，从专利数量上来看，我国三项专利数目的申请数和授权数显著上升。

但也必须清醒看到，从专利类型的分布看，主要还是实用新型专利和外国设计专

利为主。而代表根本性创新的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所占比例仍然很低，尤

其是授权数量在三类专利中比重较低的不利状况多年来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见图

4-2-1 和图 4-2-2）。 

 
图 4-2-1  我国专利类型构成 

 

图 4-2-2  我国专利类型构成比例 

其次，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存在产业差异。陈小洪（2007）将我国的产业

分为几类：有较强技术开发能力、综合实力亦较强的产业，如钢铁、石化；有较

强的技术开发能力，综合实力达到中等水平的产业，如通讯设备业；有中等或较

强(根据产品不同有异)的技术开发能力，亦有一定的综合实力的产业，如发电设



 

备、电子 II 终端(TV、PC)业；有一定技术能力，但企业实力尚弱的产业，如液

晶；轿车业代表企业技术能力有待提高，但企业实力相对较好。 

4.3 中国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  

这节我们着重分析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除了老龄化以外，本节还考察研发

投入、人均 GDP,人力资本和贸易依存度对创新的影响。而我们之所以要引入这

些因素，是因为贺京同、李峰（2007）利用经典估计贝叶斯平均方法对可能影响

中国自主创新的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上百万次回归的基础上，发现在事先

列出的 20 个可能的解释变量中，本地区试验发展支出、人均 GDP、贸易依存度

出对创新产出的解释能力最强。由于贺京同、李峰（2007）事先列出的二十多个

变量没有包括人均资本存量，所以他的结果中没有人均资本存量。但是有大量证

据显示人均资本存量能够显著影响创新（Frosch 2011），因此我们的研究也将

包括这一变量。 

我们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对除西藏外的 30 个省市 2002 至 2009 年的平衡面板

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针对科研创新这一指标，我们采用包含发明、实用性，外观

设计的专利授权数量作为代理变量，以此来表征各个时点，每一地区的“创新”

状况。（根据中国统计资料的实际情况 ,遵循研究惯例 ,采用国内外众多学者

（Feldman,1994;Bode,2004;吴玉鸣,2006 等）普遍采用的专利申请授权数作为技

术创新能力的评价标准。） 

大量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知识生产函数确实存在,而且作为一个经验模型,知

识生产函数为研究地方化知识流动的特性及其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提供了有效的

经验模型框架。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采用改进的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的柯

布一道格拉斯形式，即： 

 

其中，Q为科技创新产，本文中采用专利数量代表；K为R&D经费投入；H

为人力资本； 为随机误差项；i代表各观测单元（本文指30个省市)；常数项A

表示，去除人力资本和科研投入之外的技术创新能力，在本文中，将引入人均

GDP和贸易依存度两个因素来表征这一影响。 

杰菲(Jaffe,1989)认为知识生产函数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除了可用于度量企

业和科研机构的投人产出效率外,还可以拓展到区域和国家间创新水平和创新效

率的比较研究。首先,不同创新系统间产出弹性的差异将随着系统本身内在特征

的不同而变化,因此可以通过考察具有代表性的变量来找出这些差异的成因。其

次,生产函数的常数项与研发产出有着相同的维度,如果能够将创新活动的产出表

示为某一度量(比如专利授权数、新产品数等),则常数项的估计不受汇率和价格水

平的影响,而产出弹性本身也是无量纲的,不会受到创新系统投入价格水平的不同



 

及其变化率变动的影响。 

在具体面板计量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第一，对于人力资本存量

的估算；第二，对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 

对于人力资本估算，本文采用教育年限法：仿照一般的方法（如彭国华，2005）

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大学

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其平均受教育年数分别定为1.5、6、3、3、3.5年，

然后根据相应的数据计算出各年份的劳动力平均接受教育年数。1

把各年份平均接受教育年数转换成人力资本存量时，需要知道各个接受教育

阶段的回报率，但是由于中国统计制度的不完善和相关统计数据的缺乏，在国内

并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分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率的数据，本文仿照彭国华

(2005)采用被广泛引用的国外学者Psaeharopoulos(1994)及最新的Psaeharopoulos 

et al(2004)对中国教育回报率的估计数据：中国教育回报率在小学教育阶段为

0.18，中学教育阶段为0.134，高等教育阶段为0.151，则教育年数在0-6年之间时

的教育回报率为0.18，6-12年之间为0.134，12年以上为0.151。如果受教育年数平

均为13.5，则人均人力资本的计算方法就为Lnh=0.18*6十0.134*6+0.151*1.5。最

后我们就可以利用以上数据计算出人力资本H=exp(Lnh)*L。 

第二，关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取。事实上，由于对于创新过程，我们如同“黑

箱”一般，对其机制并不十分了解，因而粗略的认定地区或时间对于创新有某种

趋势效应，是不合适的，基于此种认知，我们使用随机效应来代表这中对于机制

的“无知”。为了更精确地确定到底是使用固定效用模型还是随机效用模型，我

们进行了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该采用随机效用模型进行估计。 

当然，在计量处理时需要用价格平减指数来调整各种名义变量，最后的计量

结果如下表： 

表1：计量结果 

被解释变量  专利对数值  LPATENT 
解释变量名称 解释变量代码 系数 标准差 P值 

实际科研投入对数值 LR_RD 0.250311*** 0.104988 0.0179 
实际人均GDP对数值 LR_PY 0.734178*** 0.181833 0.0001 
人力资本存量对数值 LHC 0.857166*** 0.134882 0.0000 

常数项 C -7.840795*** 2.343853 0.0010 
老龄化比例 AGE 0.049282 0.033726 0.1453 

贸易依存度的对数值 LOG(DDFC) 0.180060*** 0.074660 0.0166 
F-statistic  112.4453；  Prob(F-statistic)  0.000000 

                                                              
1其计算公式为：劳动力平均接受教育年数=文盲半文盲的就业人口比重*1.5十接受小学教育

的就业人口比重*7.5+接受初中教育的就业人口比重*10.5+接受高中教育的就业人口比重

*l3.5+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就业人口比重*17。 



 

R-squared  0.706114；  Adjusted R-squared  0.699834 
Correlated Random Effects - Hausman Test 
Test Summary Chi-Sq. Statistic Prob. 
Cross-section random 10.029328 0.0744 

注：“***”表示在显著性1%下显著；“**”表示在显著性为5%下显著；“*”表示在显著性为10%下显著。 

根据计量结果，我们有如下发现： 

第一，总体模型回归效果非常好，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可以证明创新生成函

数的基本设定：人力资本存量，科研投入，对专利申请数量起到了显著正向作用；

这些结果表明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教育体系，以及持续对研发活动进行经费支持是

提高我国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 

第二，针对其他因素影响专利申请的因素，我们引入了人均GDP和贸易依存

度当作控制变量，发现其对模型的控制也是极其显著的，并且也符合我们的预设，

经济越发达，对外交流程度越高，则越有利于专利的产生。因此，要提升中国的

创新能力，还必须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 

第三，作为对于老龄化是否影响我国创新的探索，我们发现，从现有的数据

出发，当很好的控制了科研投入，人力资本存量，人均GDP和贸易依存度之后，

老龄化程度即使在10%的显著水平下，仍然不能支持老龄化对于专利数量有边际

贡献的原假设，这一点和之前讨论的发达国家的经验明显不同。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提供几个可能的解释，来理解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为什

么在中国和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首先，从研发支出的比例上来看，中国研究所

占比例过少，研发主要集中于实验开发，超过70%，而基础性研究研究只占6%。

相应地，中国专利类型的结构明显劣于发达国家，还是实用新型专利和外国设计

专利为主，而代表根本性创新的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所占比例仍然很低。

中国的专利数于2007年超过欧洲和韩国，排在世界第三位。但从质量来看，最具

价值的发明专利比例严重偏低。据美国专利与商标办公室（USPTO）发明专利申

请和授权统计中，中国所占比例均不足1%。换言之，中国的创新更多的是那些与

年龄结构相关性不大的渐进性创新，而那些和年龄结构高度相关、更需要年轻劳

动力的根本性创新在中国创新中的比例并不高。而之所以我国缺乏根本性的创

新，原因在于我们还并没有达到知识和技术前沿，而是仍处于跟踪模仿和引进技

术消化吸收阶段。 

其次，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高科技产业占的比重仍然偏低，，而经验密

集型的产业，比如机械设备、冶金、石化和采掘业等占的比重仍然较大。而且高

科技产业的研发强度也偏低据统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

强度不足其 1/5 (陈 强、王艳艳2010)。不仅如此，即使是在高技术产业里面，

中国也主要是通过组装进口原价来实现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在中国出口的高科



 

技产品则主要集中在办公设备及电视机、通讯设备。相比较而言，诸如医药等科

技含量更高的产品则很少。而且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中有近67.6% 是外商独资

企业创造的，有16.3%是由中外合资企业创造的，两者相加达到83.9%。这说明我

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中，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非常少，与同期高附加值的高

技术产品出口30％左右的份额、居世界第一的美国相比差距还很大。 

除此之外，我国现阶段科技创新主体的特殊性，也是导致老龄化对其专利申

请影响不显著的一个原因。2007年我国从事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

师为142.3万人，与1980年相比，提高了3.41倍。但是，我国的人才构成不合理，

高层次创新人才极其缺乏。在发达国家，高层次人才占人才总数的比例约为15%

至20%，但我国仅为5.5%。我国每百万人口中从事研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只有

日本的8%、韩国和美国（不包括工程师）的15%，这样的构成，导致了我国的创

新人员主体在全体国民中占比极其微小，因此，受到全部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也自

然微弱；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十年文革期间，存在高等教育的间断，国民教育

不具备连续性，此时正在科研一线的人员也大都是1979年恢复高考之后接受高等

教育，进入科研队伍的人员，因此客观上促生了我国目前科研人员年龄结构趋同，

从而更加减小了老龄化的影响因素。 

根据前面发达国家的实证经验，高技术含量行业的创新和年龄结构高度相

关，而其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的创新则和年龄结构的关系不大。鉴于我国高科技

行业所占比重、高科技行业内研发强度以及高科技产业本身的技术含量都大大低

于发达国家，老龄化对我国创新的影响不显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五、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对比和发达国家的实证经验比较，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对除西藏

外的 30 个省市 2002-2009 年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主要发现如下： 

1.根据发达国家的实证经验，创新和年龄结构之间存在明显的倒 U型关系。

这种关系在个人、公司、区域和国家层面都有丰富的证据支持。其中，知识密集

型的行业内的创新和伟大的创新，更多的是由年轻人来完成的。而在经验依赖型

的领域，创新高峰会晚一些，并且在职业生涯的晚期也会比较稳定。根本性的创

新更多的是年轻人完成的，而渐进性创新则和年龄结构基本无关。 

2.影响中国创新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存量、人均 GDP、实际研发投入和贸

易依存度。 经济越发达，人们受教育水平越高，对研发支出的力度越大以及对

外交流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创新的产生。 

3.老龄化对中国的创新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目前的创新还是

以渐进性创新为主，根本性创新为辅，并且高科技行业所占整个制造业比重、研



 

发强度以及高科技行业本身的技术含量都偏低造成的。老龄化并不会显著影响渐

进性创新和非高科技行业中的创新，因此也没有显著地影响到我国现阶段的创

新。 

考虑到目前我们的现状，未来老龄化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创新。理由如下： 

1.我国正在向创新型国家转变。这意味着我们以后的创新，需要更多的根本

性创新，降低渐进性创新的比例。根据国际经验，老龄化对根本性创新的影响会

更大。因此，随着我国专利结构的逐渐优化，老龄化的影响将会更显著。 

2.我国正在向知识密集型的方向进行产业升级。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创新更多

是由年轻人完成的。伴随我国产业的升级，势必加大对年轻创新人才的需求。我

国日趋严重的老龄化现状可能将成为一个主要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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